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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丝绸之路出土各族契约文献整理及其与汉文契约的比较研究”(批准号:14ZDB030)阶段性
成果之一。
① 参见杨国桢《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年修订版(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第 1 版)，第70 页;赵
德馨主编，吴量恺等著《中国经济通史·明代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6 页;赵德馨主编，陈锋、张建民、任放著《中
国经济通史·清代卷》，第 746—748 页;李文治、江太新《中国地主制经济论———封建土地关系发展与变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05 年版，第 438—441 页;王毓铨主编《中国经济通史·明代卷》，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43 页。
②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所见的吐蕃文租佃契约有 3 件，西夏文租佃契约有 10 件，回鹘文租佃契约有 13 件，再加上宋、元与明前
期(弘治年间以前)的汉文租佃契式、契约，合计共约 30 余件。
③ 杨国桢:《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第 71 页。
④ 赵德馨主编，陈锋、张建民、任放著:《中国经济通史·清代卷》，第 746 页。

























1959 年至 1975 年，新疆博物馆文物考古队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县阿斯塔那古墓群和哈
拉和卓古墓群进行十多次系统发掘，先后发掘清理了晋—唐代墓葬近 400 座。1981 年至 1991 年，以
墓葬的年代为序，其所出汉文文书的录文先后分 10 册出版。其中，出土有租佃契 120 多件(含残片，
其中 100 件地租形态较清楚) ，其数量之多，不仅前所未有，而且为现已发现的宋、辽、金、元，乃至明
前期(弘治以前)出土的租佃契约总数的 3 倍以上。其中，吐鲁番阿斯塔那 37 号墓地出土的朱进明
转租土地契，我以为就是最早明确反映“一田二主”情况的租佃契约。原契无标题，文书整理组拟名
为《唐□□二年曹忠敏租田契》，④并录文如下:

















漆侠:《宋代经济史》(上)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 年出版，第 221—223 页。
参见［日］高桥芳郎《宋代官田的“立价交佃”和“一田二主制”》，刘俊文编:《日本中青年学者论中国史·宋元明清卷》，上
海古籍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55—74 页;戴建国《宋代的民田典卖与“一田两主制”》，《历史研究》2011 年第 6 期。

















(714)。开元二年与大历三年相距 54 年，显然不可能;天宝二年与大历三年相距 24 年，可能性也很
小，且“宝”的繁体字———“寶”字末笔与“元”字末笔也有较大差距，基本上亦可排除。
从契文可知，高渠部田一段 29 亩，内中 16 亩，原田主为王祐，后不知什么原因转到蒪思廉名下，
且不知从何时起，这段土地便由朱进明租种(朱进明租种蒪思敏土地租佃契不存)。乾元二年或上元





























刊》总第 9 期，北京，文物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50—59 页。关于常田、部田的得名缘由之讨论，参见杨际平《再谈麴氏高昌与唐代西州
“部田”的历史渊源》(原载《中国史研究》1988 年 1 期) ，收入《杨际平中国社会经济史论集》第 3 卷《出土文书研究卷》，厦门大学出
版社 2016 年版，第 171—195 页。
［清］顾炎武:《日知录》卷 10《苏松二府租税之重》，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444—445 页。
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武汉大学历史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第 5 册，北京:文物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20、76、81、86、87、118 页;《吐鲁番出土文书》第 6 册，北京:文物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176、406、419、428 页;《吐鲁番出土
文书》第 10 册，北京:文物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76、279、281、284、286、292、303 页。
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武汉大学历史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第 9 册，第 154 页。
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武汉大学历史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第 9 册，第 156 页。
《唐大历三年(768)曹忠敏牒为请免差充子弟事》，①该牒称:“忠敏身是残疾，复年老，今被乡司不委，
差充子弟，……贫下交不支济，伏望商量处分”。其四，为《唐曹忠敏上队头牒为诉被郭将军棒打


































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武汉大学历史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第 9 册，第 158 页。





相辩辞》，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武汉大学历史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第 8 册，第 145、152 页。







著:《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武汉大学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455—485 页。
参见［唐］长孙无忌等撰，刘俊文点校《唐律疏议》卷 8《卫禁律》，北京:中华书局 1983 年点校本，第 172 页。
张传玺《中国历代契约粹编》(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286—287 页)即将该契拟名为《唐□元二年高昌朱进明转租田
契》，并对其注曰:“朱明，即朱进明，为二田主。契中称‘知田’。”其注点出朱进明于该契是“二田主”，很有价值，但说“二田主”于契
中称“知田”，则显然有误。断定朱进明是高昌县人，似亦无确据。
《魏书》卷 65《邢蛮传》，北京: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第 1445 页。
《魏书》卷 97《岛夷刘裕传》引沈庆之语，第 2140 页。






























《隋书》卷 24《食货志》，北京:中华书局 1973 年版，第 686 页。
参见杨际平《唐朝的限奴措施述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5 年 4 期;杨际平《唐宋时期奴婢制度的变化》，张国刚主
编:《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 4 卷，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2 年版，第 57—64 页。以上两文分别收入《杨际平中国社会经济史论集》第 2
卷《唐宋卷》，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229—244、262—274 页。





展。”孟昭庚《唐代的奴仆问题》(中国唐史研究会编:《唐史研究会论文集》，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81—97 页)认为，
“唐代以战俘作奴婢为数已不多了。……既然俘掠人口和买卖人口都严加禁止，并为舆论习惯所不容，所以中原地区，奴婢的来源枯
竭了。……所谓部曲之类的人物，在现实生活中已基本消失了。”李伯重《唐代部曲奴婢等级的变化及其原因》(《厦门大学学报(哲






加农业生产，自然不能说他们是农奴了”。张泽咸在《唐代阶级结构研究》(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6 版，第 507 页)中再次重申:
“从文献记载或考古出土文书都没有具体资料说明部曲是唐代的农业劳动者，部曲农奴说实际是无从谈起。”
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 2 辑，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1990 年版，第 572 页。
［宋］王溥:《五代会要》卷 25《逃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年版，第 405—407 页。
《册府元龟》卷 495《邦计部·田制》，北京:中华书局 1960 影印本，第 5928 页。
［唐］陆贽:《翰苑集》卷 22《均节赋税恤百姓》“其六论兼并之家私敛重于公税”，《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072 册，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年版，第 795 页。
参见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报告，1979 年，323 頁;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博物馆、武汉大学历史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第 7 册，第 10—12、186—201 页。
重远远超过奴婢部曲与雇工所耕营的土地。①
在吐鲁番出土的 100 件可判明其地租形态的租佃契中，②分成租有 2 例，占总数的 2%;定额实物
租 67 件(25 件为预付定额实物租，42件为后付定额实物租) ，占总数的 67%;货币地租 31件，占总数的
31%。在敦煌出土的 14件租佃契约中，除 1件为无租的特例外，其余都收取实物租。其中，定额实物租
8件，占总数的 57%;分成租 5件，占总数的 35. 7%。总体上看，定额租占绝对优势。③ 高昌国时期与唐
代，吐鲁番地区货币地租占较大比例，劳役地租则完全未见。在敦煌出土的地租形态明确的 11 件租佃
契中，预付定额实物地租的 4件(包括典租 1件) ，后付定额实物租的 2件，分成租 4件(有 2件为合种)。
吐鲁番出土的租佃契租期一般很短。现存吐鲁番出土的租佃契，租期明确者 63 件。④ 其中租期
1年者 47件，约占总数的 74. 6%;租期 2 年者 5 件，约占总数的 7. 94%;租期 3 年者 3 件，约占总数的
4. 76%;租期 4年者 2件，约占总数的 3. 17%;租期 5年者 4件，约占总数 6. 35%;租期 6年者 2件，约占


























唐长孺《唐代的客户》(唐长孺:《山居存稿》，北京:中华书局 1989 年版，第 136 页)一文即已指出:“我们有理由认为租佃是

















长孙无忌等撰，刘俊文点校:《唐律疏议》卷 6《名例律》，第 131 页。











































《旧唐书》卷 196 上《吐蕃传》，北京:中华书局 1975 年版，第 5236 页。
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武汉大学历史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第 10 册，第 296—297 页。
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武汉大学历史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第 10 册，第 4 页。
工作十分不利。我们在该墓见到一件马寺尼诉令狐虔感积欠地子辞稿:







































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武汉大学历史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第 10 册，第 294 页。















































《资治通鉴》卷 248，大中三年(849)八月条，北京:中华书局 1956 年版，第 8040 页。
详论参见杨际平《上海藏本敦煌所出河西支度营田使文书———兼论唐代屯营田的几种经营方式》(原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
究》1988 年第 2 期)与《唐五代“屯田”与“营田”的关系辨析》(原载《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9 年第 5 期) ，以上两文分
别收入《杨际平中国社会经济史论集》第 2 卷《唐宋卷》，第 30—44、45—55 页。
《新唐书》卷 143《徐申传》，第 4694 页。










































《册府元龟》卷 90《帝王部·赦宥》，第 1073—1074 页。
《册府元龟》卷 495《邦计部·田制》，第 5932—5933 页。此事，《旧五代史》卷 42《明宗本纪》(北京:中华书局 1976 年版，第
582 页)记为:长兴二年九月己亥，“诏天下营田务，只许耕无主荒田，各召浮客，不得留占属县编户”。















































《旧五代史》卷 112《周书三》，第 1488 页。
按:此引“广顺二年”为“广顺三年”之误，应据《资治通鉴》《旧五代史》等更正。
后唐同光三年(925) ，西京曾“奏制置三白渠起置营田务一十一”。参见《册府元龟》卷 503《邦计部·屯田》，第 5928 页。各
地设置营田务后，户部庄宅使司很可能归并入营田务，因而有营田庄宅务(或庄宅营田务)之称。
王溥:《五代会要》卷 15《户部》，第 256—257 页。按:《旧五代史》卷 112《太祖纪》(第 1488 页)与《资治通鉴》卷 291(第
9488 页)此项记载比较简略，易致误解。











































《晋书》卷 3《武帝纪》，北京: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第 55 页。











题。福建其他 7 郡(建、剑、泉、汀、邵、漳、兴化)的官庄屯田则仍收租课:上田亩 9 斗，中田与上等园













Discussion on the One Field Two Owners and the Emphyteus
in Tang and Five Dynasties
Yang Jiping
Abstract:Scholars generally believe that since the middle Ming Dynasty， the emphyteus and the
phenomenon of“one field two owners”have become popular in the southeast region，and have spread
throughout the country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and the Ｒepublic of China. As far as the data at that time
was concerned，this theory is undoubtedly reasonable. However，with the gradual deepening of the study，
especially the successive publication of the tenancy contract for the unearthing of Turpan documents from
the 16th to the Tang Dynasty，the above conclusions must be amended.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
contract for subleasing land by Zhu Jinming(759 or 952 in the mid-Tang dynasty)is the earliest existing
“One Field Two Master”lease contract instance. In 952，it is formally recognized that the original tenants
have the emphyteus to the yingtian of the Ministry of Ｒevenue from the legal level. All of these are not purely
accidental，but have their historical background，which are the results and signs of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system of private property rights of land，the tenancy system and the contract tenancy system.







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 1 之 23，第 4813 页引辛惟庆语。
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 1 之 23，第 4813 页引朱谏语。
